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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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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5-2014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

系，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评价模型，实证研究了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

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具有高度关联性，考察期内旅游产业与城市

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各省市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明显滯后于城市人居环境发展水平；旅游产业与城

市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以保持平稳和波动式上升为主，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包

括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 3 种耦合协调类型，且制约各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

因素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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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基础设施、交通、基本公共服务等硬件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由传统工业逐步转向现代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增长极和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我国旅游产业获得了长足

发展，并被绝大部分省市确定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高楠等，2013)[1]1。旅游者对物质文化的需求随着其生活夺平的提升而不断增

长，其旅游方式逐渐由观光型为主转变为观光型与度假型相结合。旅游者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自然风光、生态

环境，地区经济、社会、人文环境均成为其制定旅游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白凯等，2010)[2]。旅游产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社

会、自然环境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张玉玲等，2014)[3]。国外学者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旅游人地关系

（Filimonauetal.，2014)[4]、旅游与城市建设（Gonzdezetal.，2014)[5]、旅游与经济及社会发展（Seetanah，2011[6];Mirmaert，

2014[7])、旅游与二氧化碳排放量(Rezaetal.，2017)[8]、旅游可持续发展（Stephenetal.，2017)[9]等问题。我国学者针对旅游产

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

学者们主要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生延超，2009[10];余洁，2014[11])、误差修正模型(钟高峥，2012)[12]和面板自向量回归模型（刘

佳、杜亚楠，2014)[13]，并选取某一省份或是特定区域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关旅游产业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旅游

发展对民族关系（赵红梅，2013)[14]、社区居民（张彦、于伟，2014)[15]、文化(潘秋玲、李雪茹，2006[16];唐晓云，2015[17])的影

响等展开。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则集中在旅游环境承载力（翁钢民、李胜芬，2009[18];刘佳等，2012[19])、

生态旅游开发（何方永，2015)[20]、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王兆峰，2013[21];毛先如等，2016[22])、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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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维全、王玉霞，2017)[23]等方面。 

人居环境是居民赖以生存的空间场所，良好的城市人居环境是一种基于人与自然、社会系统和谐相处的稀缺性的可利用资

源，并将成为城市提升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关键（郭为等，2008)[24]。由此，部分学者开始从城市人居环境视角研究旅游产业

发展问题。张骏等（2011)认为人居环境资源水平应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

居环境资源与城市旅游吸引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5]。谷永泉等（2011)构建了人居环境适宜度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层

次分析法对典型旅游城市的人居环境适宜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26]。李凌雁等（2016)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

析法，实证分析了中国省域旅游与综合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时空演变趋势[27]。但现有研究中仍缺少对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两

者之间的协调关系问题的探讨。可将区域旅游产业和城市人居环境视为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构复杂且耦合特征

明显的开放系统，各系统层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并相互制约。一方面，良好的城市人居环境能够提升城市旅游吸引力和竞

争力，进而促进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完善，也将会推动城

市人居环境的整体改善（万静，2009)[28]。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区，拥有丰富又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且产业融

合基础良好。江浙沪 3 省市现已成为该经济带旅游产业发展的龙头，其余 8 省市在全国旅游产业布局中也占据重要地位。长江

经济带建设已经上升为新一轮国家战略，2014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将长

江经济带定位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因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

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

并运用障碍度评价模型探寻制约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此得出研究结论。研究

成果可为各级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区域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发展政策措施，促进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依据。 

二、指标体系、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的研究区域界定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的 11 个省市，具体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

云南及贵州。借鉴周成等(2016)[29]、董锁成等（2017)[30]的研究成果，并遵循科学性、可得性、典型性和层次性等原则，从 7个

层面共选取 37 个具体指标构建了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旅游产业子系统由旅游市场

规模、旅游要素结构和旅游人力资源 3个一级指标层 11 个二级指标构成，且均为正向指标。其中，旅游市场规模指标层包括入

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人数等 6 个具体指标；旅游要素结构指标层包括旅游社总数、旅游企业总数、旅游企业营业收入共 3 个

具体指标；旅游人力资源指标层包括旅游从业人数和旅游院校学生数 2 个具体指标。城市人居环境子系统由经济环境、社会环

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 4 个一级指标层 26 个二级指标构成。其中，经济环境指标层包括人均 GDP、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等

7个具体指标；社会环境指标层包括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燃气普及率等 6个具体指标；人文环境指标层包括人口密度、人口自然

增长率等 4 个具体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层包括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 9 个具体指标。除城镇登记失业率、人

口密度、人口自然增长率、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烟尘排放量 6个指标为负向指标外，其余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二）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06-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 2006-2014 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少数缺失的数据根据相应年份各省统计年鉴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补齐。并采用极差标准

化公式对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以解决各项指标的量纲差别问题，具体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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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j＇为系统层 i的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化值；Xij为第 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maxXij和 minXij分别为同一年份 11 省市第 j

项指标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表 1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一级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单位） 属性 权重 

   XI:入境旅游人数（人次） + 0.0299 

   X2: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 + 0.0314 

  旅游市场 X3: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 0.0371 

  规模 A1 X4: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 0.0366 

 旅游产  X5:地区星级饭店总数（家） + 0.0279 

 业子系  X6:五星级饭店占地区星级饭店比重（％) + 0.0360 

 统 A 

旅游要素结构 A2 

X7:旅行社总数（家） + 0.0243 

  X8:旅游企业总数（家） + 0.0251 

  X9:旅游企业营业收入（亿元） + 0.0320 

  旅游人力 X10:旅游业从业人数（人） + 0.0281 

  资源 A3 XII:旅游院校学生人数（人） + 0.0290 

   X12:人均 GDP(元） + 0.0331 

   X13: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 0.0248 

  

经济环境 B1 

X14: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元） + 0.0247 

长江经 

济带旅 

游产业 

与城市 

人居环 

境系统 

评价指 

标体系 

 X15:人均居民储蓄存款额（元） + 0.0370 

 X16: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 + 0.0295 

  X1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0.0386 

  X1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利税率（％) + 0.0249 

  X19: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 + 0.0179 

  X20:燃气普及率（％) + 0.0168 

 社会环境 X21: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 + 0.0212 

 B2 X22: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 0.0280 

城市人  X23:城镇登记失业率（％) - 0.0237 

 居环境  X2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人） + 0.0237 

 子系统  X25:人口密度（人/km?) - 0.0158 

 B 人文环境 X26:人口自然增长率（％) - 0.0219 

  B3 X27:十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 + 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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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8: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 + 0.0606 

   X2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 + 0.0192 

   X30: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203 

   X31:公园个数（个） + 0.0289 

  

生态环境 B4 

X32••废水排放量（万吨） - 0.0135 

  X33: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 0.0179 

  X34:烟尘排放量（万吨） - 0.0189 

   X35: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万立方米） + 0.0297 

   X36: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0177 

   X37: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 + 0.0309 

(三） 研究方法 

1.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首先，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得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考察期内的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发展各系统层的评价值，具

体公式为: 

 

式（2）中，TI 为旅游产业子系统的评价值；UE 为城市人居环境子系统的评价值；Xij＇、Yij＇为标准化值；Wij表示系统层 i

第 j项指标的权重，由变异系数法确定。Vij、σij、Xij分别为系统层 i 第 j项指标的变异系数、标准差和平均值。 

接着，借鉴高楠等（2013)[1]的研究成果，构建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以客观地评价长江经济带

各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计算方法如下： 

 

式（3)中，D 为耦合协调系数；C 为耦合系数；T 为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评价值；TI 和 UE 的含义与式（2）相同；

a、b为待定系数。由于本文只研究旅游产业和城市人居环境两个方面，且假设二者同等重要，故设定 a=0.5,b=0.5。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各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本文参照廖重斌（1999)[31]的做法，采用均匀分布

函数法来确定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类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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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类型及判别标准 

耦合协调类型 判别标准 耦合协调类型 判别标准 

极度失调类 0.0000≤D≤O.1000 勉强协调类 0.5001≤D≤0.6000 

严重失调类 0.1001≤D≤0.2000 轻度协调类 0.6001≤D≤0.7000 

中度失调类 0.2001≤D≤O.3000 中度协调类 0.7001≤D≤0.8000 

轻度失调类 0.3001≤D≤0.4000 良好协调类 0.8001≤D≤O.9000 

濒临失调类 0.4001≤D≤0.5000 优质协调类 0.9001≤D≤1.0000 

 

2.障碍度评价模型 

为进一步明确长江经济带11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改进方向，本文运用障碍度评价模型（尹鹏等，2015)[32]

分别对代表年份中各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进行评判，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Yi代表系统层 i 对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障碍度；Yij代表系统层 i 第 j 项指标对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

环境协调发展的障碍度；Xij＇表示系统层 i第 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Wij表示系统层 i 第 y项指标的权重。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发展水平分析 

基于变异系数法得到长江经济带两个子系统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见表 1)，然后运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得到 2005-2014 年长江

经济带各省市的旅游产业评价值（见图 1)和城市人居环境评价值（见图 2)，再根据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分别计算出两个子系统

的综合评价值（见图 3)。由图 1 和图 2 可知，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和城市人居环境两个子系统的发展状况较为相似，上海、江

苏和浙江均位于前 3位之列，但 3省市在两个子系统中的排序并不相同。从旅游产业评价值来看，浙江由 2005 年的第二位上升

为 2014 年的第一位，江苏则由排名第一降至第二。上海的旅游产业评价值始终保持在第 3位，但其城市人居环境评价值一直位

居首位。浙江和江苏的城市人居环境评价值在 2005 年和 2014 年分别排名第二、第三位。贵州在考察期内两个子系统的评价值

均排名末位。从旅游产业和城市人居环境两者的动态比较来看，前者呈现出更明显的波动式发展态势，而后者曲线变化较为平

稳。这就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居环境差异将会长期存在，并且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难以扭转。旅游产业属于资源依托和环境

依赖型产业，通过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并制定相应的利好政策引导旅游产业稳步健康发展，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市人居环境差

异，进而推动整个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发展。 

图 3反映了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根据 2005-2014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两

个子系统综合评价值的变化趋势，结合各省市在考察期内各系统层评价值的均值以及系统综合评价值的均值（见表 4)，本文将

11 省市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0.25-0.40)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2005-2010 年，上海的综合评价值始终位于第一位置，

但呈现下降趋势，2010 年之后开始逐步回升。2011-2014 年，浙江的综合评价值均超过了上海、江苏两省市，且江苏在 2011-2013

年间的综合评价值也高于上海。第二类(0.15-0.20)包括湖北、四川和重庆。湖北和四川的综合评价值均呈波动式上升态势，重



 

6 

庆的综合评价值持续上升，并在 2010 年之后跃居首位。第三类(0.05-0.15)包括其余 5 个省份。可见，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 

为验证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分别以旅游产业评价值和城市人居环境评价值作为因变

量和自变量，采用 SPSS17.0 统计分析软件对 2005-2014 年 11 省市两个子系统评价值的均值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长

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630，F 统计量值为 26.310,P 值为 0.001，说明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

城市人居环境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发展需要以良好的城市人居环境作为支撑，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低下将

会阻碍区域旅游产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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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分析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 2005-2014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系数（见表 3)。从

时序特征来看，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2005-2014 年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以保持平稳和波动式上升为主，尽管个别

省市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但整体呈现良性发展态势。其中，湖北、湖南、四川和云南 4 省在考察期内的耦合协调系数一直

位于 0.2001-0.3000 之间，表明这些省份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两大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关系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浙江和安徽

的耦合协调度均得到提升，浙江由轻度失调上升为濒临失调，安徽由极度失调上升为严重失调。上海的耦合协调度自 2007 年开

始出现下滑，由濒临失调降为轻度失调。江苏的耦合协调度呈“先升后降”的发展态势，该省份在 2005-2010 年间均属于轻度

失调类，并在 2011-2013 年间上升为濒临失调类，而后又下降为轻度失调类。江西、重庆和云南 3 省市在考察期内的耦合协调

度的变动情况均较为复杂，具体来说，江西在 2005 年、2007 年、2010 年和 2011 年 4 个年份中都属于严重失调类，在其余年份

均为中度失调类。重庆的耦合协调度由 2005 年的中度失调下降为 2006 年的严重失调，并持续至 2008 年，2009 年以后则保持相

对稳定，且一直位于 0.2001〜0.3000 之间，属于中度失调类。贵州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与重庆市较为相似，尽管该省份 2006

年和 2007 年的耦合协调度均在降低，但从 2008 年开始回升并实现了由极度失调向严重失调的转变。 

表 3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演化 

省（市）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上海 0.4063 0.4031 0.3949 0.3815 0.3868 0.3677 0.3814 0.3745 0.3802 0.3813 

江苏 0.3828 0.3845 0.3907 0.3711 0.3992 0.3781 0.4064 0.4056 0.4034 0.3901 

浙江 0.3801 0.3752 0.3802 0.3742 0.3861 0.3613 0.3951 0.4062 0.4173 0.4061 

安徽 0.1977 0.2016 0.2176 0.2572 0.2305 0.2687 0.2638 0.2689 0.2915 0.2583 

江西 0.1918 0.2068 0.1950 0.2020 0.2090 0.1939 0.1956 0.2005 0.2136 0.2088 

湖北 0.2599 0.2586 0.2531 0.2907 0.2643 0.2402 0.2668 0.2715 0.2908 0.2952 

湖南 0.2348 0.2349 0.2271 0.2736 0.2470 0.2309 0.2511 0.2487 0.2568 0.2599 

重庆 0.2177 0.1866 0.1985 0.1922 0.2433 0.2454 0.2717 0.2700 0.2707 0.2689 

四川 0.2784 0.2771 0.2805 0.2548 0.2631 0.2488 0.2638 0.2683 0.2894 0.2802 

贵州 0.1117 0.0877 0.0988 0.1062 0.1081 0.1085 0.1247 0.1326 0.1697 0.1723 

云南 0.2453 0.2340 0.2380 0.2347 0.2426 0.2317 0.2306 0.2228 0.2588 0.2446 

 

为便于对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横向比较，本文通过计算得出 2005-2014 年各

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系数的均值，并对各省市的耦合协调类型进行判别（见表 4)。对比各省市旅游产业评价

值均值与城市人居环境评价值均值可得，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旅游产业评价值均值都低于城市人居环境评价值均值，说明所有

省市的旅游产业均明显滞后于城市人居环境，属于旅游产业滞后型。从空间特征来看，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

合协调度与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分布相似，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形成了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

失调 3 种耦合协调类型。其中，江苏、浙江和上海均属于轻度失调类，贵州属于严重失调类，其余 7 个省市为中度失调类。形

成这一格局的原因是位于东部地区的江浙沪 3 省市两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的省市，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东

部地区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之间的均衡性。 

表 4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均值比较（2005-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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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TI 排名 UE 排名 T 排名 C 排名 D 排名 协调类型 基本特征 

上海 0.1887 3 0.4709 1 0.3298 1 0.4515 6 0.3858 3 轻度失调 

TI<UE, 

旅游产 

业滞后型 

江苏 0.2445 1 0.3852 2 0.3149 2 0.4863 1 0.3912 1 轻度失调 

浙江 0.2385 2 0.3835 3 0.3110 3 0.4852 2 0.3882 2 轻度失调 

安徽 0.0788 7 0.1934 8 0.1361 7 0.4470 7 0.2456 7 中度失调 

江西 0.0348 10 0.1946 6 0.1147 10 0.3583 10 0.2017 10 中度失调 

湖北 0.0892 5 0.2401 5 0.1646 4 0.4403 8 0.2691 5 中度失调 

湖南 0.0850 6 0.1768 9 0.1309 8 0.4649 4 0.2465 6 中度失调 

重庆 0.0527 9 0.2537 4 0.1532 6 0.3665 9 0.2365 9 中度失调 

四川 0.1124 4 0.1943 7 0.1533 5 0.4777 3 0.2705 4 中度失调 

贵州 0.0083 11 0.1232 11 0.0657 11 0.2296 11 0.1220 11 严重失调 

云南 0.0774 8 0.1683 10 0.1229 9 0.4636 5 0.2383 8 中度失调 

 

(三）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 2005 年和 2014 年为代表年份，根据障碍度评价模型分别计算得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

合协调系统各项指标的障碍度，进而得到 11 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各系统层的障碍度（见表 5)，以及各系统层

中排名前 5位的障碍指标（见表 6)。由表 5可知，两个年份中，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旅游产业子系统的障碍度均明显低于城市人

居环境子系统的障碍度，但各子系统在不同年份的障碍度变化情况存在异质性特征。2014 年浙江、安徽、湖北和云南 4 省的旅

游产业障碍度均在下降，且浙江和湖北的障碍度降幅相对明显；其余 7 个省份的旅游产业障碍度均在增大，重庆的障碍度增幅

最明显。除浙江、安徽、湖北和云南 4 省外，其余 7 个省份的城市人居环境障碍度得以降低。由表 6 可以看出，11 省市在两个

年份内仅有重庆市的旅游产业子系统排名前 5位的障碍指标及障碍度排序未发生改变，其余 10 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

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指标和障碍度排序均出现明显变化，且制约 11 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存

在明显差异。 

从旅游产业子系统排名前 5 位的障碍指标结果来看，上海在两个年份中障碍度最大的指标均为地区星级饭店总数，除国内

旅游人数、旅游企业总数、旅游 86 院校学生人数外，国内旅游收入也成为阻碍该市 2014 年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江

苏旅游产业障碍指标中旅游院校学生人数的排名由第二位升至首位，除五星级饭店占地区星级饭店比重和旅游企业营业收入两

项指标外，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均是制约该省 2014 年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浙江旅游产业障碍指标中排名第一的

指标仍然是五星级饭店占地区星级饭店比重，除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企业营业收入外，该省 2014 年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

素还包含入境旅游人数和国内旅游收入。阻碍安徽和江西两省旅游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均是旅游业从业人数，且考察年份内这

两个省份的障碍指标中均包含地区星级饭店总数、旅游企业总数和旅游企业营业收入。湖北旅游产业发展的最主要障碍由入境

旅游人数转变为旅游企业营业收入，除五星级饭店占地区星级饭店比重和旅游业从业人数外，影响该省 2014 年旅游产业发展的

主要因素还包括地区星级饭店总数和旅行社总数。湖南旅游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从旅游业从业人数变为旅行社总数，除入境旅

游人数和旅游企业总数外，旅游外汇收入和五星级饭店占地区星级饭店比重均阻碍了该省 2014 年旅游产业发展。重庆在两个年

份内的旅游产业子系统排名前 5 位的障碍指标依次为：旅游企业总数、旅行社总数、地区星级饭店总数、旅游业从业人数、入

境旅游人数。四川 2014 年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影响因素由入境旅游人数转变为旅行社总数，旅游企业总数、旅游企业营业收

入、地区星级饭店总数和旅游业从业人数均对该省旅游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贵州在两个年份内旅游产业子系统排名前两位

的障碍指标仍然是旅行社总数和旅游企业总数，但制约该省 2014 年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中除地区星级饭店总数和旅游业从

业人数外，还包含了入境旅游人数。旅游院校学生人数发展成为制约云南 2014 年旅游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次是旅行

社总数，五星级饭店占地区星级饭店比重排名第 5 位。此外，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企业总数均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该省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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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从城市人居环境子系统排名前5位的障碍指标结果来看，上海在两个年份内城市人居环境的障碍指标中均包含了人口密度、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2014 年该市人居环境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为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其次是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再次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位列第 5 位。江苏在两个年份内城市人居环境的障碍指标中均包含了第三

产业占 GDP 的比重、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且最主要障碍指标均为废水排放量，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排名最后。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烟尘排放量均是制约该省 2014 年城市人居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浙江在两个年份内阻碍其人居环境改善的障

碍指标中均包括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利税率和废水排放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该省 2014 年城市人

居环境改善的影响最大，人口自然增长率位列第 4 位。安徽在考察年份内城市人居环境子系统的主要障碍指标及障碍度排序完

全不同，阻碍该省在 2014 年人居环境改善的障碍指标依次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烟尘排放量、城镇登记失

业率、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江西在考察年份内城市人居环境均受到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口密度和人口自然增长率 3

项障碍指标的影响，且人口密度对该省不同年份内城市人居环境的影响均最明显。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均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该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提升。湖北、湖南、重庆和四川 4 省市在两个年份内城市人居环境子系统的主要

障碍指标及障碍度排序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14 年，湖南和四川城市人居环境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均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湖

北和重庆人居环境子系统的最主要障碍指标分别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此外，制约四川的城市

人居环境的主要因素还包括：二氧化硫排放量、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废水排放量。燃气普及率是贵

州和云南两省城市人居环境改善的最大障碍，且十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均为主要影响因素。 

表 5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各系统层的障碍度 

省（市） 
旅游产业子系统 城市人居环境子系统 

2005 年 2014 年 2005 年 2014 年 

上海 29.2774 31.4826 70.7226 68.5174 

江苏 16.5180 19.4491 83.4820 80.5509 

浙江 19.4449 14.7304 80.5551 85.2696 

安徽 28.4791 28.2031 71.5209 71.7969 

江西 30.0432 31.1006 69.9568 68.8994 

湖北 29.2795 25.9370 70.7205 74.0630 

湖南 26.7851 27.1208 73.2149 72.8792 

重庆 30.6194 40.4992 69.3806 59.5008 

四川 21.8978 26.7363 78.1022 73.2637 

贵州 30.6682 32.0723 69.3318 67.9277 

云南 27.8231 26.8319 72.1769 73.1681 

表 6 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各系统层的主要障碍指标 

省 旅游产业子系统排名前 5位的障碍指标 城市人居环境子系统排名前 5位的障碍指标 

(市） 2005 年 2014 年 2005 年 2014 年 

上海 X5、XII、X8、X10、X2 X5、X2、XII、X8、X4 X25、X36、X29、X23、X30 X19、X29、X30、X25、X14 

江苏 X10、XII、X6、X5、X9 XII、XI、X6、X9、X3 X32、X18、X27、X33、X13 X32、X33、X34、X30、X13 

浙江 X6、XII、X3、X9、X2 X6、XI、X9、X2、X4 X32、X18、X27、X33、X13 X30、X32、X18、X26、X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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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X10、XI、X9、X5、X8 X10、X9、X5、X8、X7 X36、X21、X20、X27、X29 X30、X26、X34、X23、X13 

江西 X10、X8、XI、X9、X5 X10、X8、XI、X5、X9 X25、X26、X21、X13、X18 X25、X30、X21、X26、X36 

湖北 XI、X9、X10、X3、X6 X9、X6、X10、X5、X7 X20、X21、X29、X14、X19 X36、X30、X13、X29、X34 

湖南 X10、XI、X9、X7、X8 X7、X8、X6、XI、X3 X18、X36、X19、X14、X20 X30、X26、X18、X29、X25 

重庆 X8、X7、X5、X10、XI X8、X7、X5、X10、XI X19、X29、X30、X20、X24 X22、X19、X35、X21、X13 

四川 XI、X7、X3、X5、X9 X7、X8、X9、X5、X10 X34、X33、X21、X23、X27 X30、X33、X13、X14、X32 

贵州 X7、X8、X5、X10、Xll X7、X8、X10、XI、X5 X19、 X20、 X27、 X29、 X24 X20、X33、X30、X27、X24 

云南 X7、XII、X10、X9、X6 XII、X7、X2、X8、X6 X20、X19、X26、X30、X27 X20、X30、X36、X27、X14 

 

四、结论 

本文利用 2005-2014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耦合

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评价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具有高度关联性，江苏、浙江和上海均位于前 3位之列，且变化趋势较为相似。

整体上看，旅游产业子系统以先降后升和波动上升变化为主，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态势则相对平稳。由于各省市在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性，各省市之间的城市人居环境差异也将长期存在。优质的城市

人居环境能够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而旅游产业所特有的发展灵活性和竞争性优势，使得该产业具备无限的发展潜力。

随着更多利好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的不断完善，旅游产业将实现快速健康发展，进而助推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提

升。 

第二，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11 省市在考察期内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明显滞后于

城市人居环境发展水平。从时序特征来看，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度以保持平稳和波动式上升为主，表现为良性

发展态势，但个别省市出现下滑趋势。从空间特征来看，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

间分布格局，且包括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 3 种耦合协调类型。其中，江苏、浙江和上海 3 省市属于轻度失调类，贵

州为严重失调类，其余 7省市均是中度失调类。可见，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状况均不容乐观。

各省市应充分利用城市人居环境资源优势，并注重彰显城市特色，将人居环境资源有效转换为现实旅游竞争力，从而促进区域

旅游产业发展。 

第三，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在 2005 年和 2014 年的旅游产业障碍度均明显低于城市人居环境障碍度，但各系统层在不同年份

的障碍度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两个年份中，除重庆市旅游产业子系统排名前 5 位的障碍指标和障碍度排序均保持不变外，

其余 10 省市的主要障碍指标及障碍度排序都发生了较大改 88 变，且制约各省市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

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从旅游产业子系统来看，2014 年江苏和云南均受旅游院校学生人数影响最大，湖南、四川和贵州 3 省最容

易受到旅行社总数的影响，上海、浙江、湖北和重庆分别受地区星级饭店总数、五星级饭店占地区星级饭店比重、旅游企业营

业收入、旅游企业总数的影响最明显。从城市人居环境子系统来看，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低是 2014 年浙江、安徽、湖南和四川 4

省城市人居环境改善的最大难题；贵州和云南均亟需提高燃气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是影响上海人居环境的最主要因素；

制约江苏、江西、湖北和重庆 4 省市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最大障碍分别为：废水排放量、人口密度、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因此，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根据区域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的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

相应政策措施，以尽快消除制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性因素，进而推动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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